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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史研究者來說，無論官方制度、地方社會，乃至經濟活動、技術

物產、自然環境等，方志的不同部分都提供豐富的珍貴資料。本書作為西方

學界第一本針對方志的專書，重點不在追溯體例或修志方法，而如開頭所強

調，本書所要考察的是地方志「生產、流通、閱讀與使用的社會脈絡」（頁 2）。
作者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本書由作者 2004 年通過的博士論
文改寫。從論文到專書增添了不少內容，最後以「編纂動機」、「製作過程」

與「方志的閱讀與使用」三個部分來呈現地方志的「一生」。作者自言這樣的

架構受了 Robert Darnton “communication circuit” 概念之啟發（頁 4），即從書
籍創作、印刷、流通，到最後為讀者所閱讀的各階段，來理解書籍在社會與

文化中的意義。這樣的取向讓本書不僅討論「地方志」這種文類，也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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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史的研究有所貢獻。 
第一部分共分兩章討論方志編纂的官方與非官方動機，旨在回答「為什

麼編方志」的問題。作者首先追溯宋之前的圖經傳統，以及南宋士人地方轉

向對此文類的助益。
1 元代《皇元大一統志》與明代數次全國性志書編修時

凡例的頒訂，則將方志編纂以更穩定的體例傳布全國各地，從元代「路」的

層次到明代普及各縣。對朝廷而言，方志目的在為中央收集地方資訊，然當

這樣的文類更普遍時，不僅地方官員有宣揚政績等不同動機，參與編纂的地

方人士也有各自盤算。第一章末作者以嘉靖四川邊地《馬湖府志》的修纂，

來看邊地如何從蠻夷到文明以方志建立與帝國的連結。第二章則比對浙江省

新昌縣在明代成化與萬曆年間編的方志及多本族譜，來看世家大族對方志編

纂的介入。特別是萬曆《新昌縣志》的編纂，幾乎為互相通婚的四個家族所

掌握，在不同卷中宣揚各家族的德行，成為大家族的「公共族譜」。然由未進

入此次方志編纂之家族的族譜中來看，其他家族對方志所呈現的地方情況未

必認同。
2 

作者在這個部分的最大貢獻是說明編纂者有各自動機、方志呈現的並非

客觀事實。以往史家對地方志的運用常從各部擷取所需資訊，然只有將方志

視為整體，方能識別方志齊一體例背後的政治議程（political agenda）。研究

者已注意作為官方的代理者，官修方志透過帝國系統化的知識形式，不但提

供官僚治理基礎，也形塑中央對地方的統治關係，這樣的統治技藝在邊地或

新附入的行政區特別突出。
3 然而就算是官修方志，主導修纂的地方官員未

必可與抽象的帝國劃下等號，且方志多半不是任官僅數年的地方官可獨自勝

任，需仰仗地方官學以及大族的協力。在這些系統化知識形成的過程當中，

已有不同的勢力參與其中。本書第二章運用族譜資料呈現地方角力下的方志

編纂，告訴讀者方志呈現的地方樣貌不只是統治者角度下的樣貌，更是地方

------------------------------------------ 
1  參看 Peter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2001): 37-76. 
2  鄉紳在編修方志中扮演的角色亦可參考（日）濱島敦俊，〈方志和鄉紳〉，《暨南史學》

6(2003.7): 239-254。 
3  如林開世，〈方志的呈現與再現—以《噶瑪蘭廳志》為例〉，《新史學》18.2(2007.6):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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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順應統治者期待協調出來的結果，僅利用方志不能掌握地方社會的全貌。 
本書第二部分收集方志副文（subtext），探討方志編纂過程、印製方式及

製作成本，三個章節都欲回應方志研究與書籍史的重要問題。學者曾以統計

明代方志數量解釋其發展，將之分成起飛、高峰等階段。第三章強調方志是

一種活的文件，經常編修重續，亦有不同編纂方式。一般統計明前期方志數

量偏低，但在永樂等修一統志時，各縣編有上呈的稿；這些稿本多半未曾刊

行，也未被計算在內。方志前後承繼加添、刊本稿本交錯的特質，讓研究者

對方志的數量統計有不同意見。然而什麼才叫「一個版本」不僅是方志特有

的問題，其他種類的書籍也有類似狀況，因而面對書籍史量化研究不得不留

意數量計算的方式。 
接下來的兩章收集明代方志附入的出版資訊，探討明代方志的刊刻方式

及其經費，直接回應書籍史研究上的兩項重要議題。對明代刻本發展，以往

學者利用目錄資料，描繪出明中葉以來如南京、杭州等重要出版中心。然而

方志上所附之刻工資訊與刊刻地點顯示，有些方志將稿本送與書坊刊刻，但

更常見的是僱用刻工前往縣衙。依此作者在第四章畫出江西、江南、邯鄲等

刻工的營業範圍，發現刻工不僅在鄰近地方刻書，還會受僱至相隔甚遠的省

分。不同以往側重在江南幾個大出版中心，對方志刊刻的研究顯現出當時書

籍刻印範圍更廣、更具流動性。 
第五章所要回應的是明中葉之後書價高低的辯論。歷來史家討論明中後

期商業化書籍市場形成時，對書價問題有對立的看法，多半依據來自少數幾

本書的價格記載。本章收集方志印刷費用等相關資訊，先說明方志刊刻的幾

種經費來源（官俸、規費、捐款），接著呈現各項開銷（工資、版價、紙價等）

的分布與每頁平均成本。作者的整理讓我們更清楚刊刻書籍各種開銷的細部

考量，然而也如作者所說，方志刊刻費用的記載並不統一，很難進一步比對。 
在這個部分作者從方志的製作呈現「非商業出版」的面向。以往在西方

「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的模式影響下，研究者注重明代中晚期的商業出

版與書籍商品化，然方志的出版並不是以商業為目的，出版模式也有所差異。

如作者表明的，方志的印刷主要以保留刻版，需要時再印刷的 print on demand

模式。在此可進一步思考的是，既然不是商業發行，為何仍需要刻印？以往

對手抄與刻印的差別，最常被注意到的是版刻較手抄而言可以快速而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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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但對於非商業印刷品來說，「快速而大量」未必是付印的主要原因。以

方志來說，付印的一大理由是讓文字可以穩定的保存下來。雖然我們常看到

因為舊版喪失，不得不重修新志的記載，然而比起抄本，版刻仍更利於保存。

相較西方印完就拆散字版的銅活字印本，或有眾多紙本付印的商業雕版印

刷，印量不多的方志主體與其說是印刷出來的紙本，不如說是雕版。 
如果將刻印效果的討論帶到第三章的話，儘管方志各個版本之間的關係

複雜，然而刊刻出來的版本與抄本有不同的意義，即刊刻者認為這是要穩定

流傳下來的版本。儘管刻本日後可能還會更動，但付諸刻印就讓此版本的意

義在實踐上與其他的稿本不同。作者提及對刻版再印時嚴加管理的例子（頁

266-267），亦從側面支持了抄本與刻本的差異。因而在討論方志的數量與性
質時，不能不留意刻本與寫本的區別。 

如將非商業版刻的意義帶到第五章的討論，作者用方志來回應書本是否

可為一般人所負擔的問題或也可再商榷。方志原本就少以商業發行，而作者

從方志中找到的數字是成本而非書價。就非商業且不需大量發行的書籍來

說，成本考慮恐怕主要是經費來源能否承受，而非讀者是否負擔得起。如就

刻印成本考量，或許可以推敲的是中晚明以來在刻印的執行上更有彈性，出

版者根據自己條件選擇地方書坊或從本地或外省聘僱刻工，甚至刻工未必來

自同地。選擇原因可能是篇幅大需要大量刻工共同執行，可能因為預算多寡

或依成品要求選擇不同技術、價格的工人。這樣的彈性顯示出刻印需求的擴

大而有更多針對不同需求的選擇出現。 
本書第三部分為兩章，首先討論方志的流布，接著討論方志的閱讀使用。

第六章從方志的序中歸結出方志預設的讀者不僅限於士人，有時也包括一般

民眾。為了修《一統志》或上級單位修志所編的稿本常保存在縣衙內，另抄

一份上呈。稿本也常抄一份給縣學，也可能繼續轉抄流傳或日後付印。而刻

本除在縣衙外，複本可能送至縣學、書院、編纂者、捐款人等處。作者沒找

到新刻方志商業流傳的例子，但舊的「二手方志」或可在書店中買到。
4 
第七

章則是用方志及文集中的記載來觀察讀者怎樣使用方志，作為新上任官員的

------------------------------------------ 
4  關於這點作者似乎將方志與商業書籍比較，然而非商業書籍的方志「二手」與否，是

否有同樣的意義值得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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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行旅者的資料來源、地方爭議的根據等等。 
本書討論書籍收受環節時顯然較前兩部分弱許多，或許也是閱讀史研究

的共同問題。歷史上的「讀者怎麼讀」原本就較難研究，作者必須依賴方志

與從資料庫中搜得的零散記載，這些軼事型態的材料所得出的結論也往往不

超出預期。然而除了方志序言與文集中的引用之外，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向是

從方志本身的形式、內容與物質性上的變化，來觀察預設讀者的改變。書籍

史研究者試圖將書籍當作一個讓讀者實際使用的物件，更從存本中尋找讀者

留下的痕跡（如批註、題跋），這樣的方法或也可應用在方志上。 
此外，研究方志實際應用另一個討論方式是再回到第一部分的編纂動

機，將此溝通的迴圈完成。方志編纂者的動機是否與實際的使用相符，兩者

又有什麼樣的互動關係？許多論者認為方志是中央或地方官員施政的參考，

然而中央統編的《一統志》是否影響中央擬定的策略，地方官員是否從方志

中得到施政的助益？許多縣官修新志是因為原有記載太舊，已與現狀不符。

這固然是讓方志作為施政參考的努力，然而同時也顯示，若不是有一個熱心

的縣官，方志上的資訊常常是過時的。如同許多研究者對族譜的解讀，我們

對方志序言的解讀亦要著重其言外之意。 
作者在第二章中以《新昌縣志》表現出地方人士對於編修方志的重視，

而第七章從各本《上虞縣志》中找出皂李湖爭議，則顯現方志在地方上的實

際應用。不過作者雖欲用此例表示方志在訴訟案件中的作用，然在此方志不

是用作訴訟證據，而是假造引起訴訟。最後假造內容也沒有修改，以致日後

重新修志時爭議再起，無論官員評判標準或審斷後的處理，官方所立的碑刻

方是最關鍵的依據。方志的記載可在訴訟案件中產生作用毋庸置疑，如萬曆

年間轟動一時的「絲絹案」中《徽州府志》的記載就是重要關鍵。然在皂李

湖爭議當中，更有趣的問題或許是不同文本（方志、簿冊、碑刻、訴訟紀錄、

契約與家譜）在地方事務中所代表的公共性與可信度。究竟新修方志的內容

如何在民眾間流傳、方志是否僅是長期湖權爭端中用來借力的環節，都需要

更多史料比對才能讓各方輪廓更清楚。
5 

------------------------------------------ 
5  此案討論另有兩點商榷。首先作者將分別在 1583 年與 1606 年修志的葛桷與葛曉誤

為一人，因此對誰提供《紹興府志》資料和郭南是否造假的判定有所誤差。其次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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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對於方志的實際作用，或可一提的是此次修志的內容將成為下次修

志的基礎，下次修志者實則也是此次修志最重要的讀者之一。因此方志內容

影響了下次方志的生產，也形塑未來者對地方歷史的詮釋。如果回到第一部

分的討論，這樣的效果也就是何以官員欲藉修志宣揚政績，以及士人藉修志

光大宗族的原因。在方志的傳統已形成之下，編纂者也欲影響想像中的讀者

對當代事實的歷史記憶與相關文本的再生產。 
本書標題斷代為 1100-1700年，但主要討論的是明代的方志；對明代各

種方志，作者主要關注的是以官方行政單位、主要是縣級修纂的方志。《一統

志》或縣以上的省、府志編纂的意圖、過程、作用及與地方之關係可能有所

不同。本書在有些地方涉及了府志與縣志之間的關係，然而府志如何從縣送

上來的資料中挑選並組織材料、縣一級的方志在編纂過程中與上級的關係如

何等不同行政層級間方志的關係，是可以繼續拓展的問題。 
本書對縣志生產有較集中的探索，然縣之下各種方志的修纂可以增益本

書的討論。不屬於行政單位的衛、所、關在明代纂修方志，明中葉也開始出

現許多鄉鎮志，同時間書院、祠廟、名山等志書也愈來愈常見。這些方志常

依循著以行政單位為基礎的架構，因應自身狀況調整。如果我們將方志當作

是特定空間範圍的人群順應已經建立的方志傳統，以文字形式形塑共同領域

與歷史敘述的實踐，更根本的問題或許是在沒有官方驅力之下，這一群人為

何與如何創造自己的文字紀錄？非行政單位的衛所開始修方志，並不是因為

上層官員的要求，顯現出的或許是衛所中包含的人群，無論在客觀上的組織

型態與主觀上的自我認同，已經有了變化，乃至地方人士覺得需仿效行政單

位纂修方志。更沒有明顯邊界的鄉鎮村從明中葉開始纂修方志，展現在特定

經濟、文化、社會條件之下，地方人士藉此文類形塑自己的認同。在這樣的

情況下，他們如何界定空間範圍、創造共同歷史、定義在國家與地方政府中

的位置、處理內部人群的關係、展現公共事務等，這些與傳統方志文類的互

動，都是我們觀察明代地方社會變化的重要窗口。
6 

------------------------------------------ 
1671 年官方處置的「送志局秉公載入」中漏了「入」字（原刻本錯刻成「人」），以

致將應為 impartially 的「公」譯為 publicly，或許影響作者對方志公共性的詮釋（頁

317）。 
6  參考（日）森正夫，〈江南デルタの郷鎮志について—明後半期を中心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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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裡出發可以更進一步比較「方志—族譜」這兩種常平行並稱之文類

的關聯。作者第二章的例子中對族譜與方志的關聯稍有討論：方志中的內容

（如傳記或詩文）部分或取自族譜，而地方大族介入方志編纂的狀況，也需在

明中葉以來宗族興起的社會脈絡中理解。更進一步的說，這兩種文類都在近

世興起，士人的地方轉向可能是背後的動力。兩種文類同樣有想像中的普遍

性架構，同樣塑造一群人之共同歷史、確認更大時空中的位置。
7 
兩者都與官

方主流意識形態有連結，但同樣可能被主纂者背後的意圖所導引操控。兩者

都是「活的文件」，需要增補重修，且在手抄與刊刻之間有不同考量與不同效

果。不同的是，方志的人群以地域空間結合，而族譜連結人群的關鍵則是想

像中或事實上的血緣、親緣關係。 
這樣的比對可讓我們思考近世以來地方社群以編纂文字紀錄結合人群的

共同趨勢。這樣的趨勢不只牽涉到文字的普及，更重要的是地方社會有更多

可運用的文化資源，讓地方人士可以動用以組織人群、塑造權威。這些不同

的文書，從方志、族譜到碑刻、契約，對應其文本傳統在地方社會中有不同

的用法與不同效力，或者用來結合或分別人群，或者用來作為人際關係或集

體事務協調後的憑據。各種文類揭示了地方社會的不同面相，然任一種文本

都難告訴我們地方社會的全貌，往往在不同種類之文本的交錯衝突間可以有

更立體的觀察。 
總言之，本書爬梳大量明代方志史料，對方志研究來說是重要的著作。

書籍史方法的導入不僅讓我們更清楚方志的製作流通過程，也對明代書籍

史，特別是「非商業出版」的層面，提供重要的補充。儘管作者的重點不在

地方社會研究，但對社會脈絡的強調，以及族譜、方志互相印證的示範，一

方面提醒了研究者方志並非客觀中立的史料，另方面也引伸出方志讀法的變

化：從在方志中找尋地方社會的身影，到在地方社會中理解方志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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